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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中的正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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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上海 201418) 

摘  要  正式反馈是近年来发展出的一项提高临床实践的有效方法, 它是指利用标准化的治疗效果测量工具, 

系统监控当事人评定的治疗进展情况, 并将当事人的进展信息提供给治疗师, 以供其随后的治疗作参考之用。

治疗效果问卷评定系统和合作−改变效果管理系统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正式反馈测量工具。正式反馈的使用

不仅能够改善偏离预期进展当事人(not on track, NOT)的治疗效果, 提高当事人治疗进展的速率, 同时还能够

促进治疗双方更好的合作。正式反馈的作用机制可以使用概念化反馈干预理论和交互作用论进行解释。影响

正式反馈作用效果的因素包括反馈本身的特征、当事人初始症状严重程度、治疗师方面因素以及治疗的时长

等。未来研究需关注正式反馈的研究方法、作用机制及其跨文化研究的差异。 

关键词  正式反馈; 心理治疗; 循证治疗 

分类号  R395 

1  引言 

一般认为, 心理治疗是有效的。临床试验表

明, 约 67%的当事人在治疗结束后获得明显改善

(Hansen, Lambert, & Forman, 2002)。然而, 在临床

实践中 , 治疗成功的比率却要远低于临床试验 : 

心理治疗仅使得约 35%的当事人获益; 与此同时, 

仍有超过 50%的当事人并未获得明显改善, 还有

5%~10%的当事人发生恶化(Hansen et al., 2002)。

但遗憾的是, 治疗师仅凭临床判断, 很难识别出

这些可能治疗失败的当事人(Hannan et al., 2005)。

对此, 正式反馈(formal feedback)提供了一种有效

的解决方案 (Boswell, Kraus, Miller, & Lambert, 

2015; Howard, Moras, Brill, Martinovich, & Lutz, 

1996)。正式反馈是指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利用标

准化的治疗效果测量工具, 系统地监控(通常以每

次会谈为基础 )当事人评定的治疗进展 (client 

perceptions of progress), 并与预期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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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treatment response, ETR)进行实时比较。

若当事人偏离预期进展(Not on track, NOT), 则治

疗师将有机会在当事人发生恶化或脱落前对其治

疗策略做出相应调整(Duncan & Reese, 2015)。 

基于心理治疗中传统干预手段的不足, 如它

只能识别某一特定干预在实验与自然条件下是否

有效, 而无法证实此干预是否适用于特定的当事

人, Howard 等(1996)提出将正式反馈应用于临床

实践。正式反馈主要通过收集当事人的效果反馈

来帮助治疗师评估当前的治疗策略是否恰当。它

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干预无法实现的问题。这一思

想的内在逻辑为: 如果知道当事人未能如期获益, 

那么接下来治疗师可以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Shimokawa, Lambert, & Smart, 2010)。换言之, 治

疗师的治疗策略是以当事人的治疗效果为导向

的。因此, 这一研究思想也称为“当事人中心”研究

范式(client-focused research) (Howard et al., 1996)。 

目前, 正式反馈对治疗效果的积极影响已为

大量研究所证实(Duncan & Reese, 2015; Knaup, 

Koesters, Schoefer, Becker, & Puschner, 2009; Lambert, 

2015; Lambert & Shimokawa, 2011; Shimokawa et al., 

2010)。概括起来, 正式反馈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

心理治疗的进展(Reese, Norsworthy, & Row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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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其一, 它有利于治疗师修复治疗同盟的破

裂, 改善治疗关系以及减少脱落。如来自工作同

盟的反馈, 能够帮助治疗师发现治疗关系中存在

的问题并做相应处理; 其二, 当事人连续的效果

反馈信息, 可以帮助治疗师评估当前的治疗是否

有效, 识别可能发生恶化的当事人, 进而提供给

治疗师及时调整治疗策略的机会。此外, 正式反

馈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循证治疗手段, 并广泛应

用于国外的临床实践(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2006)。 

将正式反馈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实际上也帮

助解决了一个伦理议题, 即当事人的权益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心理治

疗服务。然而, 当事人的治疗效果究竟如何却不

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 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

并未获益。研究表明, 治疗师没能觉察到早期的

治疗无效, 是引起治疗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Lambert, 2015)。此外, 当事人花费昂贵的费用前

来寻求帮助, 从服务者的角度而言, 治疗师不该

让当事人的生活质量在接受心理治疗后变得愈加

糟糕(Shimokawa et al., 2010)。通过使用正式反馈, 

以治疗效果为实践指导, 治疗师能够更有效的为

当事人提供服务 , 并进一步保证“当事人 (消费

者)”的权益。 

目前, 国外有关正式反馈的研究已积累丰富

的成果。本文将从正式反馈的概念、测量、效果、

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加以介绍, 并对未来的

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  正式反馈的概念及测量 

2.1  正式反馈的概念 

目前, 正式反馈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学者们

使用多种术语来指代这一概念, 主要包括“当事人反

馈(client feedback) (Lambert & Shimokawa, 2011)”、

“常规效果监控(routine outcome monitoring, ROM)” 

(Boswell et al., 2015) 、 “ 反 馈 干 预 (feedback 

intervention) (de Jong, van Sluis, Nugter, Heiser, 

& Spinhoven, 2012)”、“治疗进展监控 (progress 

monitoring, PM)” (Overington & Ionita, 2012)和

“正式反馈(formal feedback)” (Macdonald, 2014)

等。其中, 当事人反馈强调反馈的对象为当事人; 

常规效果监控强调对治疗效果进行常规的、例行

的监控; 反馈干预则将心理治疗中的反馈视为一

种干预手段; 治疗进展监控则强调效果评估的连

续性; 正式反馈则指出反馈是正式的, 如通过标

准化的量表收集。这些术语表述不同, 但均强调

对当事人的治疗效果进行系统的客观测量, 然后

将当事人反馈的结果提供给治疗师以供其参考。

可知, 反馈是此概念的核心。另外, 此处的客观测

量是指利用具有良好心理学测量属性的测量工具

收集反馈结果, 这有别于口头的、非标准化的反

馈收集形式。据此, 我们将这些术语统称为正式

反馈(formal feedback), 以便行文一致。 

2.2  正式反馈的测量 

收集反馈的主要目的是识别那些偏离预期进

展的当事人 (NOT), 因此 , 正式反馈的主要内容

为掌握当事人的治疗进展情况, 这便涉及对当事

人的治疗效果进行监控。此外, 部分研究者为找

到当事人缺乏进展的原因, 除了追踪当事人的治

疗效果外, 还收集其他方面的反馈, 如对工作同

盟的反馈(Reese et al., 2009; Whipple et al., 2003)。效

果监控量表及相关测量, 便构成一个当事人反馈系

统(client feedback system)。当前, 有两种发展成熟的

反馈系统 , 即治疗效果问卷评定系统 (Outcome 

Questionnaire System, OQ 系统)和合作−改变效果管

理系统(Partners for Change Outcome Management 

System, PCOM 系统)。现分别做简要介绍。 

2.2.1  治疗效果问卷评定系统 

完整的治疗效果问卷评定系统(OQ 系统)包

括治疗效果评定量表(Outcome Questionnaire-45, 

OQ-45) 和临床支持工具 (clinical support tools, 

CST)两部分。其中, OQ-45 用来监控治疗进展(连

续测量)。CST 则是在 OQ-45 识别出 NOT 当事人

后, 用来评估影响当事人治疗进展的原因, 并提

供具体问题的解决策略(Whipple et al., 2003)。 

OQ-45 是由 Lambert 及其同事开发(Lambert 

et al., 1996)。它是一个自陈量表, 包括 45 道李克

特 5 点计分题, 分别测量主观不适、人际关系和

社会角色表现三个方面, 由此获得 3 个分量表分

以及总分(180 分)。OQ-45 总分的系数为 0.93, 3

周后的重测信度为 0.84; OQ-45 与 SCL-90、Beck 

抑郁问卷、Zung 抑郁量表, Taylor 焦虑量表, 状

态−特质焦虑问卷、人际关系问卷和社会适应量表

等工具的相关系数为 0.53~0.88(Hawkins, Lambert, 

Vermeersch, Slade, & Tuttle, 2004), 并能有效区分

临床群体和非临床群体。此外, OQ-45 对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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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敏感 , 且能够预测治疗失败 (Simon et al., 

2013)。所不足的是, 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该问卷的

三因素结构, 但这并没有对 OQ-45 的广泛使用造

成很大影响(秦佑凤, 胡姝婧, 2008)。OQ-45 以 64

分为分界线划定临床群体和正常群体, 得分越高

表明心理障碍程度愈严重; OQ-45 的可靠性改变

指 数 (reliability change index, RCI) 为 14 分

(Lambert, 2015)。即当事人 OQ-45 的分数增加/减

少(与初测比较)14 分及以上表明发生恶化/显著改

善, 其他情况则为无明显改变。其中, 当事人发生

恶化/显著改善通常表现为当事人在个人、关系和社

会等方面的自评情况明显更差/更好(下同) (Miller, 

Duncan, Brown, Sparks, & Claud, 2003)。CST 也包

括两个部分(Lambert et al., 2007)。第一部分为一

个 40 条目的李克特 5 点自评问卷(assessment of 

signal cases, ASC), 分别从工作同盟、社会支持、

动机和生活事件等四个方面来评估影响当事人治

疗进展的原因。CST 的第二部分为一个决策树

(decision tree), 它可帮助治疗师应对 ASC 评估所

发现的具体问题。 

2.2.2  合作−改变效果管理系统 

合作−改变效果管理系统(PCOM系统)包括治

疗效果计量表(outcome rating scale, ORS)和面谈

计量表(session rating scale, SRS)两个自评量表。

ORS 在每次会谈之前评估治疗效果, SRS 在每次

会谈之后评定工作同盟。每个量表均有 4 个条目。

其中, ORS 的条目主要来自 OQ–45 评估当事人心

理功能的三个方面: 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和生活

社交 , 但新增加一个条目评估整体生活状态

(Miller et al., 2003)。ORS 使用 10 cm 视觉模拟评

分(visual analog scale), 低分表明痛苦程度高, 高

分表明痛苦程度低, 量表总分处于 0~40。SRS 的

条目来自 Bordin 界定的工作同盟的三个方面: 目

标、任务和情感, 但新增加一个条目评估对会谈

的整体满意程度(Duncan et al., 2003)。SRS 的计分

过程与 ORS 相同, 总分处于 0~40, 分数越高表明

对工作同盟越满意。ORS 以 25 分为分界线来划定

临床群体与正常群体。ORS 的可靠改变指数(RCI)

最初为 5 分(Miller & Duncan, 2004), 后修订为 6

分(Duncan & Reese, 2015)。据此, 当事人 ORS 分

数变化在 6 分以内表明无明显进展, 正向大于 6

分表明有明显改善, 负向大于 6 分表明出现恶化。

另外, 根据 PCOM 系统使用手册, ORS/SRS 在每

次治疗前后由治疗师交给当事人作答并当场计

分。如果当事人对 SRS 的总评分低于 36 分或 SRS

某一条目得分低于 9 分, 治疗师需要同当事人探

讨原因。此外, 如果 ORS 分数显示当事人缺乏进

展, 治疗师也可就此与当事人进行讨论(Miller & 

Duncan, 2004)。 

PCOM 系统有儿童、青少年、成人以及团体治

疗等多个版本。各版本均可供个人免费下载及使用

(https://heartandsoulofchange.com/content/measures/ 

download.php)。多项研究报告显示, ORS 的系数

约为 0.85(成人临床样本)和 0.95(成人非临床样本), 

临床群体一周后的再测信度为 0.60 (Duncan, 

2012)。ORS 与 OQ-45 总分间相关为 0.62, 且与抑

郁焦虑压力量表、生活质量量表和 Rosenberg 

(1985) 自 尊 量 表 均 为 中 等 程 度 相 关 (Duncan, 

2012)。ORS 同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并对心理

干预相当敏感; 而且一般认为, ORS 是对心理痛苦

的整体测量而非包含分量表的多维测量工具(Miller 

et al., 2003)。SRS 的系数为 0.92, 一周后的再测信

度为 0.59; SRS 与工作同盟问卷简版(WAI-S)和助人

同盟问卷(Helping Alliance Questionnaire, HAQ-II)

间相关系数为 0.48~0.58 (Duncan, 2012)。此外, 研究

表明, SRS也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Reese et al., 2013)。 

2.2.3  二者的比较 

OQ 系统和 PCOM 系统均是当前广泛应用的

当事人反馈系统。这两个系统有许多共同之处。

其一, 二者都将当事人自我报告的治疗进展反馈

给治疗师(或同时提供给治疗师和当事人), 并通

过识别 NOT 当事人来提高治疗效果。其二, 二者

都为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有效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都可跨治疗流派使用(atheoretical), 且

并不基于当事人的诊断(Duncan & Reese, 2015)。

其三, 二个系统都制定有各自的 ETR 法则, 并拥

有配套的软件版本, 能够实现迅速收集、分析数

据, 进行实时反馈。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其

一, 计分方式的差异。OQ-45 使用李克特 5 点量

表计分, 而 PCOM 系统使用 10 cm 视觉模拟量表

计分。其二, PCOM 系统被整合进心理治疗过程。

如它指导治疗师对当事人的反馈信息进行明确讨

论 , 而在 OQ 系统中却并没有明确要求 ; 其三 , 

PCOM 系统要求对每次会谈的工作同盟都进行评

定, 而 OQ 系统只在当事人缺乏进展的情况下才

对工作同盟进行评估; 其四, 二者的起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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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 系统是随着早期学者为检验正式反馈的效果

所开展的严谨研究而发展起来, 而 PCOM 系统则

主要为日常的临床实践工作提供便利。因而, 在

临床实践中, PCOM 系统的使用依从率要优于 OQ

系统(Miller et al., 2003), 并且前者也更受到治疗

师的青睐(Boswell et al., 2015)。 

此外, 考虑到正式反馈过程中需让当事人多

次评定治疗效果, 重复测量可能产生练习效应。

这一问题也为早期相关学者所关注 (Lambert & 

Hawkins, 2004)。但研究发现, 使用效果量表进行

重复测量的影响并不大。例如, 研究者将 OQ-45

和 ORS 在非临床群体中多次测量, 结果发现, 重复

测量后 OQ-45 和 ORS 的分数变化幅度均不大

(Durham, McGrath, Burlingame, Schaalje, & Lambert, 

2002; Miller et al., 2003)。这些证据表明, 练习效

应可能存在于重复测量, 但在正式反馈的使用过

程中影响并不明显。 

3  正式反馈的作用效果 

3.1  提高治疗效果 

研究表明, 正式反馈能够带来更好的治疗效

果。根据 Carlier 等(2012)的综述, 在心理健康领

域中, 有 70%的研究结果表明, 使用正式反馈可

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如果采取更为严格的研究

标准(如临床对照试验), 正式反馈则对治疗效果

有着稳定的、中等程度的效应量(Duncan & Reese, 

2015; Lambert, 2015)。并且, 这种效果不受反馈的

测量工具(Knaup et al., 2009; Lambert & Shimokawa, 

2011)以及治疗情境(个体、夫妻及团体治疗) (Anker, 

Duncan, & Sparks, 2009; Slone, Reese, Mathews- 

Duvall, & Kodet, 2013)的影响。此外, 研究发现, 

正式反馈还能有效降低当事人发生恶化的比率 , 

同时提高当事人获得显著改善的比率。总体而言, 

与对照组(非反馈组)相比, 反馈组中当事人发生

恶化的比率要减半, 获得显著改善当事人比率则

提高近 2 倍(Lambert & Shimokawa, 2011)。 

研究发现, 正式反馈主要能够提高 NOT 当事

人的治疗效果(Shimokawa et al., 2010)。这与 Riemer

和 Bickman (2011)的观点一致, 即治疗目标与实际

进展之间存在差距是促使治疗师行为改变的主要

动力。然而, 对正式反馈能否提高那些进展顺利当

事人(On Track,OT)的治疗效果尚存争议。一般认为, 

对于初始症状相对严重的 OT 当事人, 治疗师同当

事人分享关于治疗进展的信息也可提高其治疗效

果(Hawkins et al., 2004; Simon et al., 2013)。 

3.2  提高治疗功效 

研究发现, 正式反馈还能够提高心理治疗的

功效。具体而言, 正式反馈不仅帮助治疗师提高

了心理治疗的效率(Lambert et al., 2001, 2002), 而

且还提高了当事人治疗进展的速率(Reese et al., 

2009)。 

正式反馈能够提高心理治疗的效率(treatment 

efficiency)。不同类型的当事人(如 NOT 和 OT), 治

疗的效率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 根据反馈, 如果

当事人进展不佳(NOT), 则表明其仍需加强治疗。

即当事人可能需要参与多次会谈才能获得预期的

治疗效果。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治疗进展顺利的

当事人(OT), 可能只需较少的会谈次数即可达到

预期效果。因此, 针对不同类型的当事人, 实际所

需会谈次数也可能不一样。恰当的使用反馈, 将

能提高心理治疗的效率,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公

共资源。Lambert 等(2001)的研究便证实了此预测, 

即使用正式反馈提高了 NOT 当事人出席会谈的

次数, 同时减少了 OT 当事人出席会谈的次数。

Lambert 等(200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使用正式反

馈时 , 治疗师的个人经验影响到心理治疗的效

率。即有经验的治疗师, 更能利用正式反馈来提

高心理治疗的效率。但也有研究发现, 使用正式

反馈并未使得 NOT 当事人出席会谈的次数明显

提高 (Hawkins et al., 2004; Reese et al., 2009; 

Simon, Lambert, Harris, Busath, & Vazquez, 2012)。

然而, 这些研究与 Lambert 等人的研究环境不一

致。Lambert 等人的研究是在大学咨询中心开展, 

而 Hawkins、Reese 和 Simon 等人的研究环境为医

院或社区心理门诊。因此, 这可能是治疗环境不

同, 如收费与否等因素所造成的。未来研究可对

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正式反馈干预还能够提高当事人进展的速率

(speed of progress)。Reese 等(2009)探讨了正式反

馈在短程治疗中对当事人改善速率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 与非反馈组比较, 整个反馈组中当事

人发生可靠改变的速率明显提高。具体而言, 反

馈组中当事人经过 7 次(median number of sessions, 

中位会谈次数)会谈后, 有 56%的当事人获得可靠

改变; 然而, 在非反馈组中, 经过 10 次(中位会谈

次数)会谈后, 才有 52%的当事人实现可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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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 反馈组中当事人只需较少的会谈次数即

可实现可靠的改变。这一结果同时获得其他研究

的支持。de Jong 等(2014)考察了正式反馈对长程

治疗中当事人进展速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 

正式反馈对长程治疗中当事人的进展速率也有着

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证据则来自青少年当事人

方面的研究(Bickman, Kelley, Breda, de Andrade, 

& Riemer, 2011)。这些研究表明, 反馈不仅能够直

接提高当事人的治疗效果, 而且还能够提高当事

人改善的速率。 

3.3  提高合作性实践 

正式反馈还能够提高治疗双方在治疗中的合

作 (Gondek, Edbrooke-Childs, Fink, Deighton, & 

Wolpert, 2016)。一方面, 治疗师可利用正式反馈

来促进与当事人的沟通 , 同时借此改善治疗关

系、调整治疗策略。如根据当事人对心理功能的

评估, 治疗师将谈话聚焦于某一方面; 治疗师利

用反馈来维持良好的治疗关系(Reese et al., 2009)。

另一方面, 当事人在收到关于治疗的反馈后, 可

对自己当前身心健康及所接受的心理服务有更好

的理解, 以此可激发他们积极得参与治疗中决策

的制定(Michie, McCaffery, & Henegan, 2008)。此

外, 有学者认为, 使用反馈还能够提高当事人在

治疗中的参与度(Gordon, 2012)。可知, 正式反馈

促进了治疗双方更好的合作。 

综上可知, 反馈能够提高当事人的治疗效果, 

特别是 NOT 当事人的治疗效果。同时, 正式反馈

能够整体上提高当事人(包括 NOT 和 OT)的改善

速率, 并促进治疗双方更好的合作。但是, 研究者

对正式反馈能否提高治疗的效率仍持异议。未来

的研究可对此展开进一步地探讨。  

4  正式反馈的作用机制 

正式反馈为何能够提高治疗效果？其作用机

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 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

面展开探讨。第一, 治疗师的视角, 如概念化反馈

干预理论 (Conceptualized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CFIT); 第二, 当事人与治疗师双方的视

角, 如交互作用论。 

反馈理论指出, 个体注意到目标与反馈内容间

存在差异时将引起认知不一致(cognitive dissonance), 

这将激发个体努力寻求行为的改变(Kluger & DeNisi, 

1996)。在反馈理论的基础上, Riemer 和 Bickman 

(2011)进一步发展出一套专门用于临床实践的反

馈理论 , 即概念化反馈干预理论(Conceptualized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CFIT)。根据该理论, 

当治疗师接收到当事人进展反馈后, 将在治疗目

标(治愈)与反馈内容(当前进展)间进行比较, 这使

得治疗师对自己在治疗中的表现做出一个积极或

消极的评估(Riemer & Bickman, 2011)。若二者产

生差异, 治疗师将产生认知冲突, 并被激发去缩

小这一差距(Kluger & DeNisi, 1996)。且二者差异

越大, 越能带来治疗师行为的改变。根据该理论

观点, 正式反馈对 NOT 当事人效果较好, 因为

NOT 当事人的反馈更容易产生认识冲突, 进而引

起治疗师行为的改变。CFIT 从治疗师的视角出发, 

强调了两项核心内容(de Jong, 2016): 第一, 治疗

师需要去关注反馈且认可反馈, 即视反馈是可靠

的、可信的; 第二, 治疗师应致力于提供有效的治

疗, 并将使用正式反馈作为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反馈产生效应的过程如图 1 所示。 

另一观点认为正式反馈能够提高治疗效果 , 

是治疗师与当事人相互作用的结果。Gordon (2012)

认为 , 当事人在治疗中的参与度(quality of the 

client’s participation)是影响治疗效果的最重要因

素。一方面, 反馈作为治疗师积极、主动调动当事

人内部资源(internal resources)的一种方式, 促进了

当事人在治疗过程中的参与度 (Gordon,  2012; 

Macdonald & Mellor-Clark, 2015); 另一方面, 当

事人的反馈又为随后的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如此,  

 

 
 

图 1  治疗师行为改变路径图(资料来源: Riemer, M., Rosof-Williams, J., & Bickman, 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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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使得当事人的需要获得更好的满足, 而当事

人的参与度也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这均将为治疗

效果带来积极的影响。通过回顾相关文献, 笔者

从交互作用的视角, 总结正式反馈的作用机制如

下(图 2 所示)。 

概念化反馈干预理论强调治疗师的内部因素

对反馈效果的影响 , 这些因素包括治疗师的动

机、治疗中的投入及个人特征, 如自我效能感、

反馈倾向、归因风格、人格特质等(de Jong et al., 

2012)。它显示反馈机制是一个精细的、复杂的过

程。但该理论忽视当事人因素的影响, 同时缺乏

实证研究的检验。此外, 该理论只能部分解释正

式反馈的作用机制(无法解释 OT 当事人的获益)。

交互论观点, 从治疗双方视角阐述正式反馈对治

疗效果的影响, 这是一个宏观的视角, 可能也更

符合实际情况。毕竟当事人因素是影响治疗效果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Gordon, 2012)。但交互作

用论的观点是笔者提出的一个理论构想, 仍有待

后期相关实证研究的验证。 

5  正式反馈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 

一般认为, 正式反馈可跨理论流派使用, 而

不受某一具体治疗方法的限制(Reese, Slone, & 

Miserocchi, 2013)。因为当事人的反馈通常表现为

一个过程而不是与治疗的理论框架相关联的实

践。因此, 反馈过程可适用于不同治疗流派, 甚至

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Reese et al., 2013)。但是, 正

式反馈的作用效果仍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概

括起来主要包括反馈本身的特征、当事人初始症 

 

状严重程度、治疗师的影响以及治疗的时长等。 

5.1  反馈本身的影响 

反馈本身包括反馈的特征以及反馈的设计两

方面。反馈的设计包括反馈的次数与及时性、反

馈的具体性以及反馈的方式等。 

反馈本身的特征影响反馈的效果。Harmon, 

Hawkins, Lambert, Slade 和 Whipple (2005)等认为, 

反馈源(Feedback Source)、反馈的内容、反馈的性

质以及反馈的形式将影响治疗师对反馈结果的关

注和认可, 进而影响反馈的效果。如利用标准化

测量工具对来自当事人的反馈信息进行系统收集, 

可提高反馈的质量和可信度; 治疗师获得有关自

己行为的反馈更有利于其行为改变; 在临床背景

下 , 负性的反馈更有利于治疗师行为的改变

(Riemer & Bickman, 2011); 相比而言, 书面和图

表形式的反馈可提高反馈的效果, 而口头的反馈

则削弱了反馈的效果(Harmon et al., 2005)。 

反馈的次数与及时性影响反馈的效果。研究

表明, 与连续反馈相比, 有限的反馈次数会削弱

当事人的治疗效果, 同时还将降低其发生改善的

速率(Bickman et al., 2011; Knaup et al., 2009)。

Slade 等(2008)的研究发现, 为期一周的延迟反馈, 

与两周的延迟反馈比较, 前者只需较少的会谈次

数便可让当事人实现同等程度的获益。连续的反

馈有利于提高 NOT 当事人的识别率, 而及时的反

馈有助于治疗师及早发现当事人治疗过程与治疗

效果间的变化 , 并建立反馈与其行为间的连接

(Harmon et al., 2005), 进而促进治疗师对当前的

治疗策略展开反思并做出相应调整。 

 

 
 

图 2  交互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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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的方式也影响反馈的效果。提供反馈的

方式包括两种: 一为仅提供给治疗师(Feedback to 

therapist only, FbT); 另一为同时提供给治疗双方

(Feedback to therapist and patient, FbTP)。研究发

现, FbTP 对门诊当事人更为有效。如 Hawkins 等

(2004)将某医院心理门诊的 201 名当事人随机分

配至 3 个治疗小组: 对照组(无反馈)、FbT 组和

FbTP 组。研究结果发现, FbTP 组的治疗效果要优

于 FbT 组, 为中等效应量(d = 0.33)。de Jong 等

(2014)选择 413 名某私立门诊机构的当事人为被

试, 研究同样发现, FbTP 组对提高短期治疗效果

的作用最大。 

反馈越具体 , 治疗效果越好。Whipple 等

(2003)的研究表明, 除利用 OQ–45 对当事人的治

疗效果进行监控外, 还利用临床支持工具来评估

当事人缺乏进展的原因, 并提供具体问题解决策

略, 反馈可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治疗效果。 

5.2  当事人的初始症状严重程度 

研究表明 , 当事人初始症状的严重程度

(initial distress)影响反馈对治疗效果的作用效果。

如正式反馈能够提高初始症状较为严重的门诊

OT 当事人的治疗效果(Hawkins et al., 2004), 却

并不能提高初始症状相对较轻的大学生 OT 当事

人的治疗效果(Lambert et al., 2001)。Amble, Gude, 

Ulvenes, Stubdal 和 Wampold (2016)也倾向认为, 

当事人初始痛苦越大, 正式反馈效果越好。这似

乎表明, 当事人症状越严重, 正式反馈的效果越

好。但也有例外情况。例如, 对于危机个案, 尽管

当事人的初始症状较为严重, 然而, 正式反馈却

并不能提高当事人的治疗效果, 甚至还可能给初

期治疗带来负面影响(Oenen et al., 2016)。这是因

为在危机情形下, 当事人考虑替代性做法及反思

能力往往受损, 而这些能力是当事人从反馈中获

益不可或缺的要素; 并且 , 对于危机个案 , 正式

反馈可能扰乱了正常危机干预的进程, 因而给早

期治疗带来消极影响(Oenen et al., 2016)。这也提

示, 正式反馈可能并不适用于处于危机中的个案。

此外, 对于部分症状过于严重的当事人, 若在使用

正式反馈的同时仍在服药, 也可能削弱反馈效应。

因为对于服药的当事人, 心理治疗可能仅为辅助

治疗方式, 当事人治疗效果的提升主要归于药物

(瞿伟, 谷珊珊, 2014), 并且治疗的动机可能也在

其中起到调节作用(Ryan, Lynch, Vansteenkiste, & 

Deci, 2011)。此时, 治疗技术的影响相对较低, 正

式反馈的作用也被削弱, 这使得正式反馈的效应

难以被发现(Simon et al., 2012)。 

5.3  治疗师方面因素 

治疗师因素主要包括治疗师对反馈的态度、

个人特征及个人经验三个方面。 

治疗师对反馈的态度是影响反馈有效性的重

要因素。de Jong 等(2012)的研究验证了反馈态度

对反馈效果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 反馈只有

在治疗师重视并使用情况下才会有效。Simon 等

(2012)发现 , 治疗师若未能有效使用反馈信息会

削弱反馈的效果。此外, 若治疗师主动就当事人

的反馈信息与之讨论, 则能让更多的当事人获益

(Reese et al., 2009)。Oanes, Anderssen, Borg 和

Karlsson (2015)的研究也表明 , 通过反馈面谈

(feedback conversation)将当事人的反馈整合到心

理治疗当中对治疗有诸多好处。但要实现这一点, 

需要治疗师对当事人的反馈感兴趣, 并持开放的

态度。这说明, 治疗师对反馈持积极、主动的态

度将有利于提高反馈的效果。 

治疗师的个人特征也是影响反馈效果的重要

因素。目前, 有关治疗师的个人特征与反馈效应

的关系鲜有实证研究, 但治疗师的个人特征却是

影响反馈效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Riemer & 

Bickman, 2011)。有限的研究表明, 治疗师的自我

效能感、内反馈倾向、承诺使用反馈(commitment 

to use the feedback)对反馈效应具有调节作用(de 

Jong et al., 2012)。另外, 性别因素影响治疗师对

反馈的使用。研究发现, 与男性治疗师相比, 女性

治疗师更愿意使用反馈(de Jong et al., 2012)。 

此外 , 治疗师的个人经验也影响反馈的效

果。Lambert 等(2002)发现, 有经验的治疗师, 更

能利用正式反馈来提高心理治疗的效率。Reese

等(2009)发现 , 在使用正式反馈时候 , 与实习的

治疗师相比, 专业治疗师的当事人发生改善的速

度更快。但治疗师的个人经验并不影响最终的治

疗效果(Reese et al., 2009)。 

5.4  治疗时长 

研究表明, 治疗的时长影响反馈效果。正式

反馈在短期治疗中效应更为明显。Knaup 等(2009)

发现, 正式反馈仅对短期治疗(9 周内)效果显著。

考虑到 Knaup 等人未控制当事人初始症状及反馈

次数等影响因素, de Jong 等(2014)采用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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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设计, 再次考察正式反馈在长/短期治疗中

的效应。研究发现, 反馈效应同时存在于长/短期

治疗中, 但反馈对短期治疗中的 NOT 最为有效。

这部分印证了 Knaup 等人的结果。此外, Amble

等(2016)直接考察了正式反馈与会谈次数之间的

关系。研究发现, 反馈的效应开始出现于治疗的

初期(第 3 次会谈)。这为正式反馈之于短期治疗更

为有效提供新的佐证。 

为何反馈在短期治疗中对 NOT 当事人更为

有效？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 , 在长程治疗中 , 治

疗师将有更多机会去识别 NOT 当事人, 从而调整

治疗策略(Lambert & Coco, 2013); 其二, 接受长/

短期心理治疗的为不同类型的当事人。一般接受

长期治疗的当事人其症状可能更为严重, 而此类

当事人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 可能同时服用药

物, 而药物能独立于心理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这

将削弱反馈的效果(Simon et al., 2012)。 

6  研究不足和展望 

随着正式反馈实证研究的不断丰富, 其对临

床实践的作用已被人们肯定。该技术简单易于掌

握(不限经验 , 只需少量培训即可), 适用对象广

泛且不受治疗流派的限制。鉴于这些优势, 发展

至今, 正式反馈获得极大关注。如 Wampold (2015)

认为正式反馈是近 25 年来心理治疗领域最为突

出的进展。美国心理学会胜任力评估工作组(APA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2006)则推荐治疗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使用正式

反馈, 以评估其专业胜任力。此外, 部分国家甚至

强制要求治疗师使用正式反馈。如荷兰的治疗师

被要求向国家注册系统提交有关治疗效果的数据

(van der Wees, 2013)。可知, 正式反馈有让心理治

疗服务迈向规范化、科学化的趋势, 这对我国心

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

纵观现有研究, 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探讨。 

6.1  研究方法的局限 

心理治疗中的正式反馈研究普遍存在研究方

法局限的问题。首先, 部分研究因样本量小而存

在统计检验力不足的问题(Reese et al., 2009)。更

为重要的是, 由于当事人脱落、数据缺失等原因,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存在不完全数据的问题, 并且

很少有研究报告意向性治疗分析(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ITT)。这可能导致过高估计正式反馈对治

疗效果的影响(刘建平, 2003)。因此, 未来研究者

可采用大样本检验差异, 同时使用更合理的分析

方法来解释不完全数据的问题。其次, 缺乏对研

究程序的详细说明。许多研究并未报告将当事人

排除在数据分析之外的原因, 并且多数研究没有

具体报告随机分组的方法。未来的相关研究需完

善这部分内容。最后, 多数研究取样于成人样本, 

特别是门诊环境下的大学生当事人居多(Lambert 

& Shimokawa, 2011)。未来的研究可在不同群体

(如儿童和青少年)和治疗环境下考察正式反馈对

治疗效果的影响。 

6.2  正式反馈的作用机制探讨不足 

先前研究主要围绕反馈干预对治疗效果的有

效性研究, 但很少有学者探讨正式反馈的作用机

制。当前, CFIT 是唯一可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反馈

理论, 它强调治疗师在反馈机制中的作用。该理

论虽然能够较好解释 NOT 当事人的获益, 却无法

很好解释 OT 当事人为何也能从反馈干预中获益。

此外, CFIT 的大部分内容并未获得实证研究的检

验(de Jong et al., 2012)。通过文献回顾发现, 显示

提高 OT 当事人治疗效果的研究, 其当事人初始

症状均相对较重, 且治疗师都同当事人分享了反

馈信息(Hawkins et al., 2004; Simon et al., 2013)。

这表明, 当事人可能是正式反馈作用机制的一部

分。然而, 先前有关正式反馈作用机制的研究仅

探讨了治疗师的作用 , 而忽略当事人的影响

(Riemer, Rosof-Williams, & Bickman, 2005)。因此, 

未来在探讨作用机制时候, 最好同时考虑治疗师

与当事人双方的作用。 

6.3  缺乏正式反馈的跨文化研究 

目前, 两个主要的当事人反馈系统(PCOM 系

统和 OQ 系统)均由美国学者开发, 相关临床试验

也主要由美国学者开展。近来, 正式反馈也开始

受到英国、荷兰和挪威等国学者的重视。但总得

来说, 相关研究由欧美学者主导, 当事人群体也

多为白色人种。这限制了正式反馈的外部效度。

因此, 未来可在其他文化背景(如东亚文化)下开

展临床试验 , 从而进一步检验正式反馈的有效

性。但在开展此类研究之前, 需充分考虑文化因

素的影响。就我国而言, 以下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其一, 检验引入的反馈系统在我国当事人群体的

适用性; 其二, 在反馈结果告知治疗师的情况下, 

当事人是否会受到社会称许效应的影响, 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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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分的准确性？美国的研究表明, 无论匿名与否, 

当事人所评定的结果均无显著差异(Reese et al., 

2013)。但考虑到中西方群体文化间差异, 特别是

中国社群更倾向于印象管理(赵志裕, 邹智敏, 林

升栋, 2010)。因此, 对中国当事人而言, 社会称许

效应可能成为一个影响因素。未来的研究者需明

确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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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feedback in psychotherapy 

SHE Zhuang1,2; SUN Qi-wu1; JIANG Guangrong1; SHI Yanwei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China) (2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China) 

Abstract: Formal feedback refers to the systematic monitoring of client perception of progress throughout 

therapy through the use of standardized scales and a real-time comparison with an expected treatment 

response (ETR) to gauge client progress, and then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to clinicians inform further 

treatment. Outcome Questionnaire System (OQS) and Partners for Change Outcome Management System 

(PCOMS) are two main measuring tools that are widely used to collect client feedback. Formal feedback 

appears to be effective for clients who are not progressing well in therapy, the so-called not-on-track (NOT) 

cases. It also increases the overall speed of progress in clients and promotes bett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rapists and clients. The current study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formal feedback based on 

contextualized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CFIT)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rapists and clients.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formal feedback included feedback itself, initial distress level, 

impact from therapists, and duration of therapy. The article included discussion on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shortcomings of the mechanism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formal feedback in China. 

Key words: formal feedback; psychotherapy;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